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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缘起

樊 超＊＊＊

内容提要 “一条线”战略的缺陷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根本原因。
此战略的实施揭示出苏联的战略困境，增强了中国应对苏联战略压力的

信心，使中国具备了战略调整的前提。“联美反苏”的构想给美国造成了

中国有求于人的印象，导致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为打破“一

条线”战略束缚对美政策的局面，中国在“八一七公报”谈判中结束了“一

条线”战略，从而牵动了外交战略的调整。这次调整的结果是改变了中

国对美、对苏和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与美国战略合作的地位相对降低，开

启了中苏关系缓和的进程，重新重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外交战略 邓小平 “一条线”战略

1980 年代，中国放弃了“一条线”战略即联合美国、日本、欧洲等同一纬度上的

国家，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中国的外交战略经历重大调整，内容主要包括对苏

美和第三世界的政策调整: ( 1) 在对苏政策上，中国在“八一七公报”谈判中利用

中美苏三角关系松动了对苏政策，在有限的接触中开启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
( 2) 在对美政策上，通过“八一七公报”重新稳定了中美关系; 从公报谈判时开始，

疏远了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专心推动经贸文化关系的发展。( 3) 重新重视和发展

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三个方面的调整改变了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
关于外交战略的转变原因，目前的研究有四种解释。第一类解释认为，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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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判断的变化，或者是反思对苏联威胁的判断导致了外交战略的变化。① 但是，

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变化最早只能追溯到 1984 年下半年，以此解释 1982 年的外交

战略转变，显然不合逻辑。同时，安全议题是中国对苏政策的核心关切，如果没有

关键的刺激因素，即便纠正了对苏联威胁判断的偏差，也很难改变中国依托“一条

线”战略解决苏联战略压力的思路，所以，反思苏联威胁只是战略调整的必要条

件，而非充要条件。第二类解释认为，在美苏僵持的情况下，中国为保持国际战略

的平衡而调整外交战略。② 这种抽象的观点脱离了具体的决策过程和作用机制，

等于失去解释作用。第三类解释认为，“一条线”战略损害了中国的和平形象，以

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因而有必要进行调整。③ “一条线”战略确实会在政策

层面带来这样的消极作用，但尚不足以撼动中国的安全战略构想: 其一，决策层是

否察觉并在意这种消极作用，尚无法证明，单纯依靠理性决策的逻辑进行反推，显

然是不可靠的; 其二，真正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只有美苏两个

超级大国，因而只有中美和中苏关系才会导致“一条线”战略的调整。第四类解释

则认为，战略调整是以上诸因素综合的结果，④只有少数研究提到美国对台军售的

直接作用。⑤ 但是这类解释是各种原因的简单堆砌，缺乏时间上的立体感，无法说

明战略调整的内在逻辑，也不具备解释力。
为什么中国外交战略会发生调整呢? 本文认为，“一条线”战略给美国造成了

中国有求于人的印象，导致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为打破“一条线”战略

束缚对美政策的局面，中国疏远了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从而牵动了整个外交战略的

调整。1980 年代外交战略的调整塑造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和基

本面貌，澄清其转变原因，有利于厘清中国安全战略的演变过程，也利于理解中国

在改革开放初期推进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动力所在。本文尝试在辨析档案、回忆录

和报纸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一条线”战略的缺陷，从决策的视角澄清 1980 年代中

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原因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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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条线”战略的缺陷

从根源上讲，“一条线”战略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对安全威胁的高估及由此

产生的对安全的极度关切，导致这一战略在构想之初就有内在缺陷。本文主要从

影响中美、中苏关系及国家安全的视角，探讨“一条线”战略的缺陷。主要包含两

个方面。
第一，外交战略的对抗性。“一条线”战略建立在高估苏联威胁的基础上，加

上中苏在 1970 年代末恶性的战略互动，使得“一条线”战略极具进攻性。但与苏

联的对抗并未招致对方的激烈报复，它实际上让中国摸清了苏联对华战略施压的

底线，认识到苏联威胁的有限性。
对苏联威胁的高估，比较系统地体现在“三个世界”理论当中。尽管中国领导

人或外交部门从未给过严格的概念界定，但从比较权威和详细表述来看，它实际上

是中国在“一条线”战略下划定敌、我、友的方法。在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美苏被

视作“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将苏联威胁

与世界大战的危险联系起来，显然是为了突出超级大国，尤其是苏联与其他国家的

矛盾，以便号召、组织针对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①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出台一般都伴随着理论论证的过程，对苏联的

定性则与“帝国主义战争论”结合起来。理论抽象的结果就是给苏联贴上了“现代

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标签，苏联对中国施加的战略压力就成为这些标

签的证据。尽管“文革”结束后，许多领域都消除了“左”的思想，但在外交上，只要

苏联没有消除对中国的战略和安全压力，这一标签就难以找到取消的理由。这样，

苏联威胁不仅成为军事安全问题，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甚至是理论问题。“帝国

主义战争论是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的理论信仰，要打破以此为基础的思维习惯殊

为不易。
在珍宝岛冲突之后，中苏间的恶性互动便日益升级，使毛泽东十分警惕苏联的

动向。1969 年 3 月 15 日，在听取珍宝岛战斗的汇报时，毛泽东就规划过诱敌深入

等战略战术问题。② 4 月底，毛泽东提出“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提出诱敌深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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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战争的原则。① 出于对苏联的深刻不信任，毛泽东甚至提出了“越讲缓和越备

战”的逻辑。② 从此，中国在军事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针对苏联部署国土防御。
1972 年总参专门派出调查组，检查落实“三北”地区的战备情况。9 月，叶剑英在

视察七机部时提出，要加快中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以增强国防预警能力。1973
年，解放军普遍开展反集群坦克作战的训练和演习。③ 1975 年初，邓小平在听取总

参汇报时再次强调诱敌深入和歼灭战的原则。④ 在 2 月份的会议上则强调加强

“北面”的工事，“不让敌人长驱直入”。⑤ 但是，面对苏联先发制人的军事哲学和

压倒性的战略优势，这些军事准备都显得不足以保证国家安全，“一条线”战略的

诞生实际上就是为了弥补中国在对苏战略上的弱势处境。
第二，“一条线”战略塑造的“联美反苏”的格局限制了中国对美政策的灵活

性。中美缓和之后，中美关系受三方面影响: 一是中美间的遗留问题，这是中美关

系的主要阻碍; 二是中美间的战略关系，这既是两国关系的主要动力，又受两国对

苏政策差异的限制; 三是中美间的经贸文化关系，这一关系到 1980 年代中后期成

为两国关系的凝聚力。三个方面决定了中美关系既斗争又合作的特点。但在建交

初期，“联美反苏”是中国对美政策中最迫切的需求，它限制着中国处理双边矛盾

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中国的对美政策。
尽管存在各种缺陷，但“一条线”战略促进了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这也是它

可以延续到改革开放时代的重要原因。邓小平则是积极倡导这一战略的代表人

物。作为曾主管外事的副总理，⑥邓小平参与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构想与实施。“我

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
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而且是全球性进攻，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

联。为了避免战争，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

对付苏联的挑战。”⑦再次复出之后，邓小平仍坚持苏联威胁的判断和“一条线”战

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根据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制定的。这

个思想指导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对外政策”。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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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复出后极为关注安全问题，并且强化了“一条线”战略。1977 年 9 月

14 日，邓小平会见河野洋平时说: “打世界大战只有两家有资格，即苏联和美国。
苏联更具冒险性。”①9 月 25 日，在会见联邦德国客人时，他提出: “我们面临共同

的威胁。我们不相信有持久和平，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发动新的世界战争

只有美苏两家有资格。……美国单靠自己对付不了苏联，要同欧洲联合起来。”②

28 日，邓小平在会见菲律宾军事代表团团长时谈到:“我们不仅要发展海军，还要

发展空军、陆军，但都是着眼于防御，做好反侵略准备。”③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现代化建设的工作重心，但面对如此迫近的威胁，

现代化建设也只能依靠延缓战争来实现。“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建立广泛的统

一战线，这样就可以延缓战争”。④ 1977 年 10 月 7 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邓小平

说:“我们对战争的态度，……早打不怕，大打也不怕，就是使用现有的装备打也不

怕。我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装备更好些，那就更不怕了。最重要的是使人民都知

道，要加强战备，……就有可能延缓战争。”⑤与毛泽东时代相比，邓小平对威胁的

判断更加严峻，对抗态度也更加坚决，更具进取性。10 月 26 日，邓小平接见法国

客人的时候谈到，“中国政府反对霸权主义，有三个办法: 第一，有精神准备和物质

准备。第二，破坏它的全球战略布局，打乱它的战争时间表。第三，不搞绥靖主

义。”⑥1977 年底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在强调延缓战争、抢时间的同时，

也指出“我们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仍要备战，因为“霸权主义的疯狂性”制造的

小事，仍然可能挑起战争。⑦ 无论这种判断是否与事实完全相符，它已经构成了中

国安全战略的基本前提。

二、“一条线”战略的强化

对苏联威胁的判断之所以变得更加严重和紧迫，关键是因为在 1970 年代末，

苏联的全球战略开始围绕中国的周边展开，导致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威胁的评估不

断升级。1978 年 11 月 3 日，苏联和越南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

521

1980 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缘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上册，第 200—201 页;《日〈每日新闻〉刊载河
野洋平的文章〈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深切感到新的力量〉》，《参考消息》1977 年 9 月 21 日，第 6842 期第 4 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上册，第 205 页。
同上书，第 208 页。
同上书，第 205 页。
同上书，第 217 页。
同上书，第 229 页。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77 年 12 月 28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事科学研究院:《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三卷，第 80 页。



作条约》。① 11 月底，与中国日益交恶的越南大规模入侵柬埔寨。立刻引起了中国

的警惕和防范，认为苏联同越南结盟，是其全球战略向印度支那半岛延伸，越南入

侵柬埔寨，具有针对中国的意图。②

1979 年 1 月 6 日，邓小平会见欧洲议会议长时说:“看来国际局势没有什么缓

和，应该说，战争的因素至少不是减少了。现在我们需要一切愿意保持国际和平、
安全和稳定的力量联合起来，不能无所作为。……我们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

约，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们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争取比较长的和平环

境。”③借重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力量，成为应对苏联的重要方法，而超级大国美

国，显然是重中之重。用邓小平的话讲: “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

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对付超级大国，我们更需要合作。”④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更侧重从战略角度理解中美关系，也希望美国向自

己靠拢，从战略上稳定中美关系，而不仅仅是在需要对抗苏联的时候才加以利用:

“美国单靠自己对付不了苏联，……不要把中国当作一张牌来使用”。⑤ 早在 1977
年 9 月，邓小平与布什谈到: “战争总要来的，没有什么持久和平，但战争可以延

缓。延缓战争的办法就是不要放松警惕，不要搞绥靖主义，……很遗憾的是中美关

系也没有什么变化。……中美关系正常化，如果从长远观点、从政治角度、战略角

度看问题就容易下决心。”⑥1978 年 1 月 4 日，在与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谈

话时，邓小平再次提到:“我们希望两国正常化的进程越快越好，……归根到底，中

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要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要从长远的战略观点来解决。”⑦显

然，中国对中美建交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安全考虑。
中美建交及邓小平访美，使得中国在对苏、对越政策上获得了主动。在规定两

国关系框架和基础的建交公报中，中方争取写上的反霸条款:“任何一方都不应该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

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⑧邓小平访美期间，不但公开谴责“苏联全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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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的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狂妄地进行着大规模的军事侵略”，还表示为了维护国

际和平，“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

对越南侵略者。”①在与卡特的会谈中，邓小平将越南的行动与苏联的战略布局联

系在一起，提出将对越南采取有限的惩罚。② 邓小平访美后不久，1979 年 2 月 17
日，中国发起对越作战，并向柬埔寨提供军事物资援助，③从此开始了与越南长达

十年的边界对峙。中国既然已经确认了越南是在苏联的支持下进行的反华挑

衅，④那么对越南的军事行动，以及将军事行动与越南停止对柬埔寨的侵略联系起

来，其更深层的意义就是打击苏联在中国南部侧翼的战略部署。
同时，苏联针锋相对的在中苏边界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与越南遥相策应的

意图十分明显。中国毫不示弱地在对面布置了优势兵力。⑤ 但是，苏联却没有采

取更激烈的措施。对越作战发起之后，美国致函苏联，敦促其不要采取恶化形势的

步骤，并暗示苏联若不保持克制，美国将会采取相应步骤。在收到勃列日涅夫的强

硬回复之后，卡特仍然不为所动。⑥ 从一连串反应来看，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显

然给苏联造成了一种印象: 中美之间在对抗苏联及其盟友的问题上有着高度的战

略协作，苏联怀疑和忌惮美国所发挥的作用，是其反应有所克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场斗争在战略上的效果是鼓舞性的。它起码让中国领导人相信，“一条线”

战略可以保证国家安全，使形势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⑦ 此后，中国在对苏

政策中表现得更趋自信和强硬。4 月 3 日，中国决定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

约》。⑧ 在 7 月 18 日的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邓小平提出“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

联，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要采取‘一条线’思想……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

军。”⑨9 月 18 日，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邓小平谈到，中苏间的障碍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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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边界问题，还有“苏联在中苏边界摆了一百万军队，这对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威胁”，“中苏双方都不在对方的邻国建立军事基地。苏联应该放弃支持扩张和霸

权主义”。①

但此后，苏联的对外战略继续刺激中国的决策中枢。1979 年岁末，苏联入侵

中国西部邻国阿富汗，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反苏态度。1980 年 1 月 6 日，在欢迎

穆巴拉克的致辞中，邓小平谴责这是苏联谋求世界霸权的重要步骤，“中国政府和

人民将同阿富汗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道，为挫败苏联的

侵略和扩张而斗争”。② 1 月 20 日，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指出，“由于苏联入侵阿

富汗，中苏第二轮谈判在当前不适宜举行”。③ 由此中断了自 1979 年 10 月开始的

中苏改善国家关系的谈判，中苏边界谈判也随之中止。④ 3 月 10 日，李先念会见美

国客人时说，“解决阿富汗问题首先是苏联无条件地从阿富汗撤军”。⑤ 7 月，他又

谈到: 战争不可避免，“有些人不给我们和平，因此，我们不赞成退却、让步和绥靖

主义的思想”。⑥ 可以说，苏联入侵阿富汗使中苏间在战略上的互动持续恶化，中

国表现出少有的强烈回应，但也切断了与苏联的互动渠道，丧失了在大三角关系中

的回旋余地。
由于这种刺激，早在 1979 年 4、5 月间就确立的深化中美战略关系的共识，很

快得到了落实。1980 年 1 月 5 日，美国防部长布朗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讨论苏联

的侵略扩张问题。⑦ 1 月 24 日，美国防部宣布向中国出售非杀伤性军事装备。3
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耿飚访问华盛顿时，布朗宣布向中国出售与军

事相关的装备和技术。⑧ 美国对华军事出口政策开始放宽。3 月 17—19 日，中国

副外长章文晋赴美进行工作访问，同美国政府高官就“苏联入侵阿富汗和越南入

侵柬埔寨所造成的局势”，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探讨。⑨ 更为直接的是，从阿富汗

战争一开始，中美就直接介入了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支援，在情报、武器、后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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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协作等问题上开始了合作。① 苏联的动向促使中美的军事和战略合作得到丰富

和深化，开始向具体的技术层面发展。
中美战略合作的提升显然是令中国满意的，中国也在积极反苏的过程中察觉

到苏联的战略困境。从 1980 年 9 月开始，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境地和在战略上的

困境就已经显露了出来。② 这一情况显然被决策层捕捉到了，继而对战争威胁的

评估趋向缓和。1980 年 10 月 15 日，邓小平在总参的会议上指出，“延缓战争的爆

发，是可能的。……甚至比五年多一点时间还有可能。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拖长，

争取更多一点、更长一点的时间，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③ 10 天后，这种态度更加

明确:“我在一九七五年说过，五年打不起来。五年过去了，没有打。现在看，再有

五年或者更多时间，也还是打不起来，……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不能还是建立在过

去那种估计的基础上。备战经费，可以挪出一部分来搞经济建设。”④1981 年 1 月，

他在会见巴基斯坦军事代表团时谈到:“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不要过分严重估计

形势，不要造成人为的紧张，天天生活在恐惧状态中不行。”⑤3 月 3 日，他与总参负

责人谈话时再次提到:“我看大仗几年打不起来。……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

为的紧张。……强调战争马上打起来，……精力都集中到打仗上面，就会影响四个

现代化建设。……即便大战马上打起来……又有什么可怕的!”⑥一旦明确了建设

优先于战备，说明战争的威胁已经不足以干扰国家的建设。
“一条线”战略的强化揭示了苏联威胁的有限性，增强了中国应对威胁的信

心，它起码让决策层对中国的战略地位有了积极认识。从大三角关系来看，中国对

美国的战略依赖下降了，但是这只能作为战略调整的前提。因为消除苏联威胁是

整个 1980 年代中国对苏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核心，若中美关系沿着既定状况发展，

很难想象中国会仅仅因为战略地位的略微改善，就放弃“一条线”战略这个对苏施

压的杠杆。此外，“一条线”战略与当时中国整体的对美政策是并行不悖、具有促

进作用的。在改革开放的方略下，中国急需美国在现代化建设上的支持，所以在对

美政策上受到的限制是来自多方面的。从对《与台湾关系法》的反应来看，中国一

定程度上允许这种政策受限的局面存在。所以，仅仅“一条线”战略自身缺陷的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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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还不足以导致整体战略的变化。而对台军售问题让对美政策受限的局面恶化

到中方无法容忍的地步，才将中美关系的调整推上议程。

三、中美关系的调整与战略转变

中国一直寻求解决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但出于安全和发展需要而在对美

政策上受到束缚，限制了对美施压的主动权。建交谈判时，中方调整了解决台湾问

题的思路，在美国没有承诺停止对台军售的情况下，决定先建交，保留继续与美国

讨论对台军售的权利。① 于是，对台军售就成为中美关系中不受协议约束的难题。
就在对越作战正酣的时候，《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就显露出中国在对美政策上受

到的束缚。当时中国的反应是相当克制的，只是在外交渠道和首脑外交的场合表

示了反对。② 中国官方媒体当时并未对此表示公开谴责，以《人民日报》为例，直到

1980 年 8 月 28 日因里根竞选团队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才首次提及《与台湾关系

法》。③ 这与当时“联美反苏”的态势是分不开的。里根政府上台后坚持升级对台

军售，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出要突破中美关系既定框架的意图。中美关系基础被动

摇，显然超出了中方容忍的底线，促使决策层决心打破对美政策受限制的局面。于

是中国在 1981 年与美国就对台军售问题展开了谈判。
这次谈判引发了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在对美、对苏和对第三世界政策上都产

生了影响。谈判产生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中国对美政策的调整。根据外交部美大司

的外交官回忆，决策层在 1981 年 1 月 11 日确定了对美外交斗争的决策，决定对美

采取强硬态度。在大三角关系的逻辑下，这必然牵动对苏联威胁的判断及对苏政

策。对此，邓小平认为:“如果中美关系倒退，苏联也只能凶到那么个程度嘛!”美

苏僵持的态势使邓小平相信，应该抓住美国的困难，在对美交涉中使用边缘政

策。④ 1982 年 3 月 4 日，在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李先念也指出，“如果双

方谈判不成，准备两国关系回到一九七八年以前，甚至一九七二年前的水平”。⑤

尽管目前还无法看到这两次会议的完整记录和对美斗争的方案设计，但从中

国对美决策的惯例来看，中方应该是针对目标实现的程度，设计了多套方案。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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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严重的设想就是动用边缘政策，“经过曲折之后保持原来的中美关系”。① 这

起码说明两点: ( 1) 苏联的战略困境降低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依赖程度，中国对美

政策所受的限制已经大大下降; ( 2) 谈判中使用边缘政策并不改变中国对美政策的

大方向和总体目标。要保持中美关系的发展，边缘政策的破坏作用必定是受控制的。
里根尚未就任时，邓小平就注意到美国政界存在着中国有求于美国的观点。②

1981 年 1 月 4 日，邓小平在会见史蒂文斯参议员和陈香梅时，专门驳斥了这一观

点，提醒美国不要因为中国的“穷和弱”，就忽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价值;

中国的生存能力很强，即使不求人，自己也能活下去; “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

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

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

的反应。”③且不论里根政府对台军售政策的真正原因，起码在邓小平看来，正是因

为存在这种观点，才让里根政府敢于坚持强硬的态度。中国随后对美政策的调整

必然涉及双方最热络的安全合作。因此，中国在谈判过程中拒绝了与美国的战略

磋商和军事合作动议，降低了战略合作的调门，甚至开始谴责美国的对外政策。尽

管某些战略合作得到保留，但中国已经表现出结束“一条线”战略的姿态。
中国与美国就美对台军售谈判的第二个影响是: 中美关系的龃龉迫使中国在

第三世界扩展外交回旋余地。在邓小平看来，第三世界深受超级大国的剥削和威

胁，最有可能坚决地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最能胜任反霸力量的角色。④

1981 年 2 月 25 日，正是里根上任不久，李先念就在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

指出:“要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和一大依托，

……穷朋友可靠。”⑤此后，中国领导人在会见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时几乎都要提

反对霸权主义的问题，提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⑥ 1982 年之后，邓小平在外交场合

不断提倡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强调要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⑦ 美国的对台

政策使邓小平觉得:“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看不起我们，想欺侮我们，因此我们十分

重视发展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⑧ 1982 年 1 月 1 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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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是需要战斗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新老殖

民主义是不希望我们取得发展的。”①4 月底，邓小平在同金日成会谈时，明确了对

第三世界的政策:“最近，我们不断讲加强第三世界的联合和相互支持、相互援助。
我们的对外政策也由原来的两句变成了三句，即加强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反对

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②尽管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调整可能出于多方面的考虑，

但从当时的背景和领导人谈话的针对性来看，中国领导人是在很大程度上关注其

国际战略价值: 与第三世界的合作利于增强其独立性，可以打乱超级大国战略布

局，削弱超级大国任意摆布侵害弱小国家的能力。
第三个影响则是中国对苏政策的调整。此前中国一直避免在受苏联威胁的状

况下谈判，但中国战略地位的相对改善，增加了对苏要价的资本，中苏谈判具备了

更好的条件。在中美苏战略三角的逻辑下，适当的松动对苏政策，也有利于增强中

国对美国要价的资本。
所以，当苏联表达出接触意向的时候，中国的态度也积极起来。1982 年 2 月

14 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暗示，苏联愿意密切与中国的关系。③ 1982 年 3
月 24 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时谈到中苏关系，除了指责中国的对苏政策，也

释放出与以往不同的、和缓的信号: ( 1) 绕开意识形态争执，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

国家; ( 2) “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岛的主权”; ( 3) 建

议恢复两国边界谈判; ( 4) “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在

互相尊重彼此利益、不干涉彼此事务和互利的基础上，当然是在不损害第三国利益

的情况下就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④ 在中美谈判僵持不下的时候，苏联

抛出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态度，并建议恢复两国间的谈判，显然极具针对性，意图借

中美摩擦的机会改善自身战略地位。尽管一句“不带任何先决条件”表明苏联并

未改变以往的立场，与中国要求首先消除安全威胁的立场依然无法调和，但中方还

是十分重视这一机会。根据钱其琛的回忆，就在 24 日当天或者 25 日，邓小平打电

话给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⑤ 建议表态的形式既可以

回应攻击，又不拒人于千里之外。3 月 26 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声明: “我们

注意到 3 月 24 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

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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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实际行动。”①3 月 30 日，苏联的《真理报》报道，莫斯科对中国的反应感到

满意。②

从中方的反应时间和表态来看，这次回应很可能是一次谨慎的试探。在中美

谈判陷入僵局的背景下，这种反应可能含有向美国施压的策略性考虑，也不排除重

建大三角关系平衡的总体考虑。中苏在相互试探中的积极态度，推动了中国决策

层松动中苏关系。7 月中旬，中美谈判取得进展，中美关系得以稳定的前景已经明

了。7、8 月间，邓小平和李先念、陈云等召集外交部主要负责人开会，研究中苏关

系问题，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条件是苏联

要主动解决“三大障碍”，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③ 经过中苏的交涉，中苏副外长

级谈判于 10 月份在北京开始，开启了正常化的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松动对苏关系的前提只关注安全议题，不再纠缠意识形态

的争论。这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是有紧密联系的，它将中苏的意识形态矛盾和安

全矛盾剥离开来，简化了中苏矛盾的复杂程度，减轻了中苏关系的负担。1977 年 8
月 3 日，为论证“一条线”战略及苏联的威胁，邓小平曾让胡乔木牵头撰写关于三

个世界的文章，于是便有了 11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文章《毛主席关于三

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④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外

交领域“左”的思想仍未得到改变。尤其是对越作战之后，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为

继续在理论上反修的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于 1979 年成立，研究苏联是怎样变修

的，想写一本《社会帝国主义论》之类的书。但研究小组认为，以前指责苏联变修

的那些理由大多站不住; 而改革开放所要进行的探索，在某些方面会更甚于苏联，

因而一直难以完成研究的初衷，情况最后由宦乡上报给胡乔木。⑤ 从结果看，此次

研究更多的是起到了理论反思的作用。1980 年初，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组织

撰写和上报了六篇关于国际形势的内部《讨论稿》，认为“三个世界”理论缺乏理论

和事实依据，不宜再提。尽管当时没有被决策层接受，但从后来战略调整的结果来

看，基本是与这些观点相契合的。⑥ 可以说，改革开放形成的思想解放与争鸣氛围

触动了对外交政策的讨论，为外交战略的调整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准备，从理论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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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中苏关系中意识形态争论的基础，有利于促进决策层在外交上更加关注现实利

益问题，利于“为现代化建设塑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外交上的优先议题。
中苏关系的松动，让处于隔绝的中苏关系又建立起互动的机制，使中国在大三

角关系中又重新获得了回旋的余地。此后，中国十分小心地控制着中苏关系缓和

的进度。一方面，这可以利用中美关系对苏联施压，因为从消除三大障碍前提设定

来看，安全议题仍是中国对苏政策的核心关切。另一方面，可以防止中苏的接近对

中美谈判产生干扰，有助于打消美国的战略疑虑，防止边缘政策失控。所以，在中

美谈判期间，邓小平曾指示，“先同美国达成协议，再调整对苏关系，对中国更为有

利”。① 可以说，中国此时的对苏政策包含了多重目标，既要拓展对美政策的回旋

余地和筹码，又要使中苏关系的进展符合中国的安全需要。这样，中国在对美和对

苏关系上的此消彼长终结了“一条线”战略。
“一条线”战略的缺陷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根源，对美政策的调整是战略调

整的起点。“一条线”战略缺陷的暴露，首先改善了中国的战略地位，降低了中国

对美国的战略依赖。随着对美政策受束缚的局面日益恶化，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

上的倒退，促使中国结束了“一条线”战略。围绕中美关系的调整，中国开启了中

苏关系正常化进程，重新重视第三世界，这既改变了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也有助

于中国外交摆脱非此即彼的冷战思维，为冷战后时代的中国外交铺垫了基础。其

作用超出了安全战略的范畴，具有全局性和历史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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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China's developing country status was steadfast，China and the
Group of 77 shared common values and interests and therefore could co-
operate with each other effectively． However，after China's developing
country status becomes an open question，the foundation for China and
the G77 to cooperate—common interests—have been gradually weak-
ened，even leading to the end of the cooperation． In this sense，the
turning point of China's power status has also become the critical junc-
tu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G77 cooperation framework．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was such a turning point not only for
China's power status，but also for China-G77 cooperation，which turned
from close to loose． Although the cooperation has not dissipated com-
pletely，it will face more challenges ahead and will unlikely rebound
back to the pre-2008 level．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Correlations of Inter-stateWars during the Spring-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Wang Rihua and Qi Haixia ( 103)……
During the Spring-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acient China，
inter-state wars broke out more than a thousand times． We have con-
structed an Inter-State War database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ur statistical analysis has
found that in the short run consanguinity relationships helped with inter-
state peace and friendship，but aninverse relationship would take shape
in the long run． Furthermore，there are no correlations or causality be-
tween the notion of“same culture，same race”and inter-state wars．
Lastly，the history of inter-state wars during the Spring-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demonstrates that a multipolar system is more con-
ducive to peace than a bipolar one．

The Origin of China's Adjustments of Diplomatic Strategy in
the 1980s Fan Chao ( 121)………………………………………………
The drawbacks of the“One Line”strategy we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adjustments of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One Line”strategy exposed the Soviet Union's strategic dilemma
and enhanced China's confidence to deal with the Soviet strategic pres-
sure，which served as a precondition for China's later strategic adjust-
ments． However，the idea of allying with the U． S．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gave the impression that China was asking for favors from the
U． S． ，leading to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retrogression on theTaiwan
issue． In order to break the“One Line”strategy's constraints on China's
U． S． policy，China brought this strategy to an end during the negotia-
tions of the August 17 Communiqué in 1982，which in turn resulted in
the adjustments of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The adjustments changed
China's policies vis-à-vis the U． S． ，the Soviet Union，as well as the
Third World: the status of U． S． -China strategic cooperation was down-
graded，the door of Sino-Soviet rapprochement was opened，and relations
with the Third World were reexamined．


